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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赞 论 两 税 法 平 议

一一兼论唐德宗实施两税法的局限性

陈明光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
， 中唐名相陆蛰是一位引人注 目的人物

，
尤其是他那份于

德宗贞元十年 �� � �年�写成的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奏疏
，
千载之下仍是脍炙人口的

名篇
，
屡为史家所征引

。

与此同
‘

寸
，
他对两税法的态度

，
也成了评论其经济思想的焦点

。

有

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
，

坚持恢复以
“
丁夫为本

称陆贵 乏反对两税法最早的代表人物
，
他反对以资产为课税的基础

，

”
的租庸调制

，
在财政观点上属于因袭保守的

，

一派
。

有的论著把陆费反

对
“
定税计钱

”
的意见

，
视为面对封建赋税货币化趋势却

“ 思想落后于实际
”
的典型事例

，

有的论著称陆蛰
“ 攻击两税法

” 。

我认为这些评论都有似是而非之处
。

如何正确估价陆蛰对

两税法的态度
，
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把握陆蛰的经济思想脉络

，
而且涉及怎样认识唐德宗实

施两税法的主客观局限性问题
，
因此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

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
。

首先应该予以辨析的
，
是陆蛰对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这一既成事实究竟采取何种态度

‘

建中元年�� � �年�
，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

，
宣布改行两税法

，
废除租庸调制

。

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场大变革
。

变法伊始
，
当时任渭南县尉的陆赞曾予以积极支

持
。

据 《 新唐书 》 卷一五七 《 陆赞传 》 载，
他向分巡各地实施税制改革的黝险使多方献策

，

其中有以
“ 四赋经财实

”
一项

，
即

“
阅稼以奠税

，
度产以衰征

，
料丁壮以计庸

，
占商贾 以均

利
。 ” 史称

� “ 时皆题其言
。 ”

可见他对两税法所采取的
“
户无主客

，
以见居为簿， 人无丁

中
，
以贫富为差① ” 这一不同于租庸调制的计税原则

，
是赞同的

。

不过
，
过了十三年

，
当他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一疏时 ，
确实又盛赞了租庸调制

，

批评了以两税法取而代之的做法
。

他提出租庸调制的败坏是
“ 时弊

”
还是 “ 法弊

”
这 一 命

题
，
认为

“ 凡欲拯其积弊
，
须穷致弊之由

，
时弊则但理其时

，
法弊则全革其法

” 。

而租庸调

制这一
“
赋役旧法

，
乃是圣祖典章

，
行之百年

，
人以为便

。

兵兴 �即安史之乱 �之后
，
供亿

不恒
，
乘急诛求

，
渐紧经制

，
此所谓时之弊

，
非法弊也

。

时有弊而未理
，
法无弊而 已更

，
扫

庸调之成规
，
创两税之新制② 。 ” 显然

，
陆赞只看到了

“
赋法坏于奉军③ ” 这一浅表现象

，

① 《 旧唐书 》 卷一一�’、 ， 《 杨炎传 》 。

六条 》 第一条
。

②③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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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出租庸调制的破坏
，
归根结底是由于封建土地关系的剧烈变动即均田制崩溃

，
私人大

土地占
一

有制 日益发展
，
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墓础所致

，
恰恰是一种

“
法弊

” ，
无疑是肤 浅 之

见
。

但是
，
必须指出

，
陆贵所表现的不过是因两税法在实施中显露不少弊端而勾起的怀旧心

绪而 巳
。

他在《均节赋税恤 百姓六条 》第一条的标题中
，
开宗明义地标为

“
论两税之弊须有厘

革
。 ”

厘革者
，
治理改革之意

，

也
，
井非 个盘复旧

。

在奏文中
，
他又一再中明所提出的厘革建

议仍是 以继续实施两税法为前彭乏的
，
即污在

“
既免扰人

，
且不变法① ” � “

不甚改法
，
而粗

救灾害② ” ，
采取的是补偏救弊而非拆台的态度

。

因此
，
说陆贵

“
坚持恢复租庸调制

” ，
实

在违背了他本人所表述的立场
。

两税法作为一种比租庸调制进步的税制
，

共精华在于
“
唯以资产为宗

，
不以丁身为本

” ③ 。

陆蛰把
“ 以丁夫为本

”
当作理想的税制

，
称颂道

‘ “
先工之制赋入也

，
必以丁夫 为 本

， ”

“
不以务稿增其税

，
不以辍稼减其租④ ” ，

无疑是一种
“
因袭保守

” 的赋税观念
。

但是
，
应

该看到
，
他在指摘两税法以资产为纳税对象时

，
说的其实是

“
计资定税

” ，一

卜出现的隐匿资财

和测定资产的价值尺度不健全等实际弊端
，
言之有据

。

他说
�

“
�两税 �唯以资产为宗

，
不以丁身为本

，
资产少者

，
则其税少 � 资产多者

，
则其

税多
。 ’
沙不悟资产之中

，
事情不 一

。

有藏于襟
‘

�不囊健
，
物虽贵而人莫能窥 � 有积于场圃

囤仓
，
值虽轻而众以为富

。

有流通价息之货
，
数虽寡而计 日收碱 � 有庐舍器用之资

，
价

虽高而终岁无利
。

如此之比
，
其流实繁

，
一概计估算甜

，
宜其失平长伪⑥ 。 ”

我们知道
，
征税对象是税收制度最丛本的要 之一

，
是区别不同税种的优劣长短的主 要 标

志
。

在封建社会
，
以资产为征税对象无疑要比以人头或丁身为征税对象合理得多

。

但是
，
由

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不发达
，
加

�

�吏治的败坏以及制度的欠缺
，
陆蛰所说的隐匿资产之弊及测

定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的不同价值的困难
，
又是课取资产税时必须正视的事实

。

这种资产税

设计的相对合理性与实际计税仍不平等的矛盾
，
有待于通过不断改进征管办法予 以缓和

。

因

此
，
陆蛰的批评又是切中时弊的

，
并非出 于

“
因袭保守

”
立场而产生的偏 见

，
更谈不

�

��是在

“
攻击

”
两税法了

。

怎样医治
�

�二述课征资产税的弊病呢� 陆蛰没有开出药方
。

但他也没有坚持恢复
“ 以丁夫

为本
”
的税制

。

在奏文另处
，
他提出使各州税额均平的改进办法是

�

“
据每年见供赋税之处

，
详谕诏 旨

，
咸稗均平

。

每巡各令两税判官
·

人赴京
，
与度

支类会参定
，
通计户数

，
以配税钱

，
轻重之间

，
大约可准

。

而又星土地之沃痔
，
计物产

之少多
，
伦比诸州

，
定为两等

，
州等下者

，
其每户配钱之数少 � 州等高者

，
其每户配钱

之数多
。

多少 己差
，
悉令折衷

，
仍委观察使更于当管所配钱之内

，
均融处置

，
务 尽 事

宜
，
就于一管之中

，
轻重不得偏并⑥ 。 ”

他在
“
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

”
一题中更为明确地说

� “
每至定户之际

，
但据杂产校

量
， 田既自有恒租

，
不宜更入两税⑦ ” 。

这些建议都表明他仍是主张维护两税法的
“
计资定

税
”
原则的

，
完全符合他对厘革两税法之弊所持的

“
不甚改法而粗救灾害

”
的态度

。

因此
，

①③④⑤⑥⑦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三二
， 《 均 摘赋税恤

一

百姓六条 》 第一条
。

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第三条

。

② 《 陆宣公翰苑



说陆蛰坚持恢复
“ 以丁夫为本

”
的税制

，
同样违背了他本人所表述的立场

。

由上可见
，
陆蛰不是食古不化的迁腐书生

，
而是理智务实的政治家

。

当对税制的理想与

现实发生矛盾冲突之际
，
他作出的是尊重现实的抉择

。

他面对现实的弊端而怀旧
，
但并不主

张复旧
，
而是积极设法厘革两税法之弊

。 “
观其言而察其行

” ，
我认为把陆蛰称为

“
两税法

的反对派
”
是不确

一

切的
，
与其说他

“
反对

”
两税法

，
倒不如说他要求改进两税法

，
才与他的

实际态度贴切些
。

二

陆蛰对两税法实施之弊的针贬是否正确
，
所提的改进意见是否合理可行

，
这都是评价他

的赋税思想是进步的还是因袭保守的重要依据
。

他的批评
一

与建议可归纳为三个方而
。

第一
，
陆贷指出实施两税法十儿年来

，
百姓的纳税数额没有减少

，
反而增多了

。

这的确

是由于德宗朝廷于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时主观决策有所失误
，
以及随后政局风云变幻的客观

影响
，
加上皇帝的宣索

、

藩镇的进奉等旧弊相沿所共同铸成的事实
。

建中元年
，
德宗朝廷决定进行税制改革

，
其主观意图是 什么呢� 对此陆货提出

“
作法寻

于人
“
或

”
作法裕于财① ”

这一对命题
，
意思是说

，
建立新的税法是 旨在减轻人民的赋税负

担呢
，
还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他认为这两种目的是对立的

。

当然
， “
裕于 人

”
与

“
裕于财

”

并非必然构成变法中的相互排斥的一对矛盾
，
在许多场合可以包容兼顾

。

陆贷把这一对命题

对立起来
，
以判断朝廷推行两税法的主观意图的正误

，
从形式逻辑来看是有缺陷的

。

不过
，

事实上在税制变革中
，
决策者对

“
作法裕于 人

”
或

“
作法裕于财

”
的考虑仍会 有主次或先后

之分
，
因此陆赞提出的命题仍然是有意义的

。

我 认为
，
德宗朝廷实行两税法改革的现实口的

，
是把削弱地方政府在安史乱中获得的部

份财权
，
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摆在首位的② ，

而不是首先考虑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

这在法令

上表现为作出了让黯涉使在确定各州两税定额时承认现状即
“
据 旧征税数③ ”

的规定
，
在实

践中表现为黝涉使
“
乃搜摘郡 邑

，
幼验簿书

，
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

，
便为

两税定额④ ” 。

对此朝廷采取纵容的态度
。

陆蛰指出
� “

谋始之际
，
不立科条

，
分遣使臣

，

凡十余辈
， 一

专行其意
，
各制一隅

，
遂使人殊见

，
道异法

，
低昂不类

，
缓急不伦

。

逮至复命于

朝
，
竟无类会裁处

，
其于踌驳

，
胡可胜言⑤� ”

黝涉使确定税额时务求其多的做法
，
使得建

中元年百姓的赋税总量没有比代宗大历年间减少
。

因为
，
各州所谓

“
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

” ，
本有虚实之别

。

陆 蛰 说
� “

大 历

中
，
纪纲废弛

， ’

百事从权
，
至于率税少多

，
皆在牧守裁制

，
邦赋既无定限

，
官私惧有网供

，

每至征配之初
，
例必广张名数

，
以备不时之命

，
且为施惠之资

，
应用有余

，
则遂减放

。

增损

既由郡邑
，
消息易协物宜

，
故法虽久蒯

，
而人未甚瘁

。

及总杂征虚数
，
以为两税恒规

，
悉登

地官
，
咸系经费

，
计奏一定

，
有加无除

。

此则人益困穷⑥ ” 。

指出以虚变实
，
大大加重 了当

地人民的赋税负担
。

至于那些实征数额所反映的赋税负担程度有多高
，
陆贷认为

，
自安史之

①④⑤⑥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第一条

。 ’

②参见拙着 《 唐代

财政史新编 》 第 � � �页一 � � �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 � �年 �月版 �
。 ③ 《 唐会

要 》 卷八三
， 《 租税上 》 。



乱以来
， “

公赋 己重
，
别献继兴

，
别献既行

，
私赂竟长

，
诛求刻剥

，
���长月滋

，
积累以至于

大历之间
，
所谓取之极甚 青也

。

今既总收极甚之数
，
定为两税矣 �① ”

根据陆蛰所揭示的各

州两税定额的来源
，
我们不难得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之际

一

百姓的纳税总呈不仅不会比原先

减少
，
有些地区甚至有所加重的判断

。

究其原因
，
在于德宗朝廷没有采纳杨炎提出的

“
凡百

役之费
，
一钱之敛

，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
量出以制入② ”

的建议
，
而出于

“
裕于财

”
的优先

考虑
，
作出了

“
据 旧征税数

”
的错误决策

。

难怪陆蛰要洁问道
� “

此乃采非法之权令
，
以为

经制 � 总无名之暴赋
，
以立恒规

，
是务取财

，
岂云恤

、

隐� 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为本
，
褂非立

怠且爽者乎� ③ ”

不过
，
税额总量确定之后

，
若能遵循

“
以贫富为差

”
的配税原则

，
贫穷税户的赋税负担

虽然不会比以前减轻
，
但

一

也可望不再加重
。

这就是两税法蕴含的
一

个优越性
。

正如杜佑所指

出的
� “

白兵兴之后
，
经费不充

， 一

卜是征敛多名
，
且无恒数

，
贪史横态

，
囚缘为奸

，
法令莫

得检制
，
杰庶不楷告诉……建中新令 ，

并入两税
，
恒额既立

，
加益莫 由� 浮浪悉收

，
规避无

所④ 。 ”
在税额总童固定的前捉 卜

‘ ，
纳税面的扩大

，
自然意味着一股税户的分摊税额相对减

少
。

然而
，
从建中二年开始

，
爆发了义称

“
四上二 淞

”
的藩镇之乱

，
兵连祸结

，
持续了五年

，

使两税法改革的进程遭到重大挫折
。
气

，

阳普卜户卷五二 嵘食货志二 乡指出
� “

税法既行
，
民

力未及宽
，
而朱滔

、

工武俊
、
田悦合从�����叛

，
用益不给

。 ”
当时店朝的战费文出每月高达一

百三
一

�
一

余万贯钱
，
陷入

“
常赋不能供⑤ ”

的困境
。

为了筹集战费
，
德宗违背 自己宣布的

“
今后除两税外

，
辄率 一钱

，
以枉 法 论⑥ ”

的 禁

令
，
连年下令提高两税税额及少�增新税

。

可见动乱的政局也导致人民的赋税负担在实施两税

法之后反而加重了
。

对此
，

陆蛰指出
� “

本惩赋敛繁重
，
所以变旧从新

，
新法既行

，
己重于

旧
，
旋属征讨

，
国用不允

，
复以供军为名

，
每贯加征二百

，
当道或增戎旅

，
又许量事取资

。

诏救皆谓权宜
，
悉令事毕停罢

，
息兵 已久

，
加税如初

。

此则人益困穷⑦ 。 ”
占之凿凿

，
实 可

信据
。

陆货接着又揭露除明令加税之外的另一弊端
，
说

� “
税法之重若是

，
既 于己极之中

，
而

复有奉进
、

宣索之繁
，
尚在其外⑧ 。 ”

所谓进奉
，
其基本内容是各级官史向呈帝进献财物

。

所谓宣索
，
指皇帝

“
遐中使以圣旨就有司宣取财物⑨ 。 ”

在中晚店
，
进泰与宣索尽管都有满

足皇帝私人消费需求的作用
，
但其

‘
�
“
也隐含着中央向方镇争夺财赋的意义⑩ 。

不过
，
德宗接

纳的进奉与宣索的财物
，
多来源于巧立名 日的

“
税外方圆

” ，
从而也加重了百姓的赋 税 负

担
。

陆蛰揭露说
�

“
方岳颇拘于成例

，
莫敢闽供 � 朝典又束以葬章

，
不许别税

。

绮丽之饰
，
执 素 之

饶
，
非从地生

，
非 自天降

，
若不出编户之筋力膏髓

，
将女所取哉 �

一

于足 有巧避微文
，
曲

承睿旨
，
变征役以召雇之 目

，
换科配以和市之名

，
�一其课而狭偿其庸

，
精其入而镶计其

① 《 陆宣公翰苑集

《 杨炎传 》 。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第二条

。

② 《 旧唐书 》 卷�

一八
，

③⑦⑧
④ 《 通典 》 卷七

，

《 德宗纪上 》 。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第一条

。

⑤ 《 资治通鉴 》 卷二二七
。

⑥ 《 旧庸书 》 卷一二
，

︸⑧ 《 资治通鉴 》 卷二三三
，
胡三省注

。 ⑩参见拙文 � 《 论唐代方镇
“

进奉
” 》 。

载 《 以
一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 � � 忍年第 �期
。



值……此则人益困穷① 。 ”

陆蛰所揭示的两税法下人民赋税负担的加重既是客观事实
，
当然不能说他是在

“
攻击

” 两税

法了
。

那么
，
他是否主张复旧以救弊呢�针对上述弊端

，
陆赞提出的三条解决办法是

�

其一
，

重新审核开支
， “

望令所司与宰臣参量
，
据每年支用色 目中

，
有不急者

、

无益者罢废之
，
有

过制者
、

广费者减节之
，
遂以罢减之资

，
回给要切之用

。 ”
其二

，
削除两税加征额

， “
其百

姓税钱
，
顷因军兴

，
每贯加征二百者

，
下诏停之

。 ”
其三

，
杜绝进奉与宣索行为

。

显然
，
陆

蛰的建议都是对症
一

�犷药的
，
合情合理

，
既不主张恢复租庸调制

，
也不涉及两税法的核 心 内

容
。

第二
，
陆赞要求改变各地税负不均的状况

。

这也是唐廷主观决策失误的一个后果
。

陆蛰

说
�

“
创制之

一

首
，
不务齐平

，
但令本道

、

本州各依旧额征税
。

军兴 已久
夕

事例不常
，
供

应有烦简之殊
，
牧守有能否之异

，
所在摇赋

，
轻重相悬

。

既成新规
，
须惩积弊

，
化之所

在
，
足使无偏

，
减重分轻

，
是将均济

。

而乃急于聚敛
，
惧或揭除

，
不量物力所堪

，
唯以

旧额为准
。
旧重之处

，
流 �七益多

，
旧轻之乡

，
归附益众 � 有流亡

夕
则 已重者摊征转重

，

有归附
，
则已轻者散出转轻

，
高 下相倾

，
势何能止 �② ”

这就是
“
据 旧征税数

”
所造成的各州两税定额与当州

“
物力

”
的比例畸重畸轻的现象

。

在这

里
，
陆赞触及到的其实是两税法缺乏统一税率这一内在缺陷

。

税率是税收制度的核心
，
其设计得合理与否

，
是衡量一种税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

。

德

宗朝廷既没有制订全国统一的税率或者划分户等高低的标准 �这等于间接地规定税率 �
，
便

为地方长吏上下其手提供了可乘之机
。

因此
，
从有否统一税率这一点来看

，
两税法的确不如

租庸调制严密
。

马端临在 《 文献通考 �卷三 《 田赋三 》 中引用 “
沙随程氏

”
的评论

，
略云

�

“
陆蛰称租调法日

� ‘
不校阅而众寡可知

。 ’
是故一丁之授 田

，
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

，
非若

两税
，
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间也

。 ”
说的仍是两税法缺乏统一税率这一缺陷

。

可见陆蛰对各

州两税的税负不均之弊的指摘无可非议
。

如上所述
，
他提出的矫正办法是使各州分配的税钱

数额与当州
“
土地之沃瘩

，
物产之少平

”
相适应

，
这符合平均税负的基本原理

，
本来也是切

实可行的
。

第三
，
陆货针对两税法在征管环节中存在的二大弊端

，
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

其一
，
他建

一

言
� “

两税以布帛为额
，
不计钱数

” 。

在此
，
他首先流露了

“
定赋入者

，
唯

布麻增��’ 与百谷焉③ ”
的思想倾向

。

这种认为赋税只能采取实物形态的一成不变的观点
，
显

然也是落后的赋税观念
。

不过
，
有的论著认为唐代的两税是货币税

，
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赋

税货币化的一个重要进程
，
陆蛰反对的是两税的货币化

，
因而是保守的

。

我认为
，
这种推论

的前提必须重新予以检讨
，
即唐代的两税究竟是不是名符其实的货币税

。

两税指户税 �两税钱 �与地税 � “
解斗

” �
。 “

解斗
”

征收粮食
，
自是实物无疑

。

两税钱

呢� 陆蛰指出是
“
定税计钱

，
折钱纳物④

。 ”
所以

，
他批评说

� “
今之两税

，
独异 旧章

，
违

任土之通方
，
劲算怒之末法

，
不稽事理

，
不拱人功

，
但估资产为差

，
便以钱谷定税

，
临时折

①②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第一条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笋第二条

。

③④ 《 陆宣公翰苑集



征杂物① ” 、

可见从两税征纳的最终环节米看
，
它们多数表现为实物形态

。

就是说
，
唐朝的

两税仍是以实物为主的
。

对此
，
韩囚磐先生在 《 附唐五代史纲 》 已有说明

。

换言之
，
所谓

“
定

税计钱
” ，

不过是唐朝财政部门的一种预算形式而 己
。

对此
，
陆蛰在奏疏中

“
假为问答

，
以

备讨论
”
时 也有涉及

，
设问

� “
议者若日

� ‘
每岁经费所资

，
大抵皆约钱数

，
若令以布帛为

额
，
是令支计无凭② 。 ”

足证
“
定税计钱

”
只是顶算的

一
种编造形式

。

再者
夕

收入是 为 了

满足文出
。

陆贵说
� “

经费之大
，
其流有 三

，
军食一 也

，
军衣二也

，
内外官月体及诸色资课

三也
。

军衣固在于布帛
，
军食又取于地租

，
其计钱为数者

，
独月体

、

资课而 已
，
制禄唯不计

钱
。 ”

即使为了满足官员月捧这一货币需求
，
也

“
有果盐以入其值

，
有榷洒 以纳其资③ ， ”

即依靠专卖收入便可解决
。

可见从支出的物资构成状况
，
亦可反证两税收入不是 以货币形态

为主的
。

对陆蛰之说
，
还 可引 《 新唐书 》 卷五二 咬食货志 �所载河南尹齐抗的上德宗 疏 为

证
。

齐抗指出
� “

军兴
，
国用稍广

，
随要而税

，
吏扰人劳

。

陛下变为两税
，
督纳有时

，
贪暴

无容其奸
。

二十年间
，
府库充初

。

但定税之初
，
钱轻货重

，
故陛下以钱为税

。

今钱重货轻
，

若更为税名
，
以就其轻

，
其利有六… … 。

百姓本出布帛
，
而税反配钱

，
至输时复取布帛

，
更

为三估计折
，
州县升降成奸

。 ”
足见两税钱不过是

“ 以钱为税名
”
而 已

，
征纳的多是布帛

。

搞清了两税征纳以实物为主的物资形态
，
我们就应为评论陆蛰

“
请两税以布帛为额

，
不

计钱数
”
这一建议

，
重新寻找立论的基石

。

我认为
，
陆货的批评与建议

，
针对的是唐德宗时

期政府对两税的主观预算形式与客观经济条件的脱节之处
，
切中时弊

，
而非

“
思想落后于实

际
。 ’，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
，
赋税货币化的合理进程

，
必须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

的发展进程保持相对的一致
，
才不致于给不法商人提供过多的中间盘剥机会

，
不致于过重地

增加以自给自足为生产 目的的�
’ 一‘

大农民的实际纳税负担
。

这是业 已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道理
。

虽然一般认为唐后期的商品经济比以前有显著发展
，
但是对其发展程度仍不宜估计过

高
。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
，
物物交换仍属常见现象

。

穆宗时
，
韩愈曾指出

� “
今通计所 在 百

姓
，
贫多富少

，
除城郭外

，
有见钱来盐者

，
十无二三

，
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④ 。 ”

当时止处

于藩镇叛乱较少的社会相对稳定时期
，
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尚且如此落后

，
更不待说德宗时期

的社会经济尚未完全摆脱安史之
一

乱的破坏影响
，
又遭受

“
四王二帝

”
藩镇叛乱的连年打击

，

其商品货币交换关系肯定又遭到很大的破坏
。

因此
，
在商品货币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

， “
定

税计钱
，

一

计钱纳物
”
这种预算形式与课纳形式的不一致

，
必然极大地加重农民的实际赋税负

担
。

对此
，
陆货指出

� “
以钱谷定税

，
临时折征杂物

，
每岁色 目颇殊

，
唯计求得之利宜

，
靡

论供办之难易
，
所征非所业

，
所业非所征

，
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

，
减价以卖其所有

，
一增一

减
，
耗损己多⑤ 。 ”

即使是那些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
由于社会经济

’一

卜出现了
“
钱重货轻

”
的拼峻

形势
，
就是因为通货缺少

，
难以满足商品交换的实际需求

，
造成货币不断升值

，
物价不断下

跌的状况
，
加上唐朝既要

“
计钱纳物

” ，
又在

“
约法之初

，
不定物估⑥ ” ，

即没有规定统一

的物价计算标准
，
这一主观性政策失误必然使两税户在税钱额固定的前提 卜

’ ，
实际交纳的实

物税星
，
与物价高低成反比例而波动

。

对此
，
陆贷指出

� “
初定两税之时

， 一

自
‘

姓纳税一匹
，

①②③⑤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说恤百姓六条 》 第二条

。 ④ 《 全唐文 》 卷五

五�
， 《 论变盐法事宜状 》 。

切 《 唐会要 》 卷八四
， 《 两税使 》 “

元和四年
”
条

。

一
��

�



折钱三千二三百文
，
大率万钱

，
为绢三匹… …近者百姓纳绢一匹

，
折钱一 千五六百文

，
大率

万钱
，
为绢六匹① 。 ”

可见在
“
钱重货轻

”
的特定经济形势

一

厂
，
随市场价格

“
计钱纳物

”
使

农民的实际纳税量成倍地增加了
。

为了减轻百姓的实际赋税负担
，
陆赞刁

‘

提出两税钱的预算名 目和课纳环节都一 致地采取
“ 以布帛为额

”
的实物形态

，
免除

“
计钱纳物

”
的中间环节

。

这在
“
钱重货轻

”
趋势不断发

展的经济形势下
，
的确是稍好 民困的有效办法

。

尽管它一时不为德宗所接受
，
后米却 经 齐

抗
、

李翱
、

韩愈
、

杨于陵等人的反复吁请
，
终于在元和十六年 � � � �年 �被穆宗付诸实行

了
。

这说明陆蛰请求两税钱
“ 以布帛为额

”
的思路完全符合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

，
因而

时隔二十余年仍有实践价值
。

其二
，
纳税期限迫促问题

。

陆赞在论述这个问题时
，
首先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赋税观

，
认

为
� “

建官立国
，
所以养人也 � 赋人取财

，
所以资国也

。

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
，
故必

先人事
，
而借其暇力

，
先家给而敛其余财

叉
遂人所营

，

恤人所乏
，
借必以度

，
敛必 以时② 。 ”

他的意思
，
用现代财政学的术语来说

，
就是 认为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

，
而国家机

器是为扶助人民而建立的
，
因此赋税来源必须限于农民的剩余劳动产品

，
数量必须有 个 限

度
，
纳税期限规定必须适当

。

接着
，
陆蛰批评了两税纳税期限的迫促及其危害

，
指出

�

“
法制或亏

，
本末倒置

，
但务取人以资国

，
不思立国以养人

，
非独摇赋繁多

，
复无

镯贷
，
至于征收迫促

，
亦不矜量

。

蚕事方兴
，
己输嫌税 � 农功未艾

，
遐敛谷租

。

上司之

绳责既严
， 一

卜吏之威暴愈促
，
有者急卖而耗其半值

，
无者求似而费其倍酬

。 ③ ”

两税纳税期限迫促
，
既妨碍农副业生产的适时进行

，
也加重了农民的实际赋税负担

。

追究此

弊的成因
，
亦与德宗朝廷对税收制度的规定不完善有关

。

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
，
德 宗 在 《 赦

文 》 中规定 �
�’�

· ·

…作年支两税 ，
如当处土风不便

，
更立一限④ 。 ”

就是说两税的纳税期限

一般为一年两限
，
也可以三限

。

但是
，
同年二月十一 日

，
有关部门拟定 《 起请条 》 作为实施

两税法的指导原则
，
却规定为

� “
夏税六月内纳毕

，
秋税

一

�一月内纳毕⑤
。 ”

则只有二限
。

所以
，
陆蛰说

� “
迟速之间

，
不过月旬之异

，
一宽税限

，
岁岁相承

，
迟无所妨

，
速不为益

，

何急敦逼
，
重伤疲人� 顷缘定税之初

，
期约未甚详衷

，
旋属征役多故

，
复令先限量征

。 ”
他

建议
� “

望委转运使与诸道观察使商议
，
更详定征税期限闻奏

，
各随当土风俗所便

，
时候所

宜
，
务于纤人

，
傅得办集

。

所谓惠而不费者
，
则此类也⑥ ” 。

这种主张是兼顾公私
、

考虑周

全的
。

综上所述
，
陆贷对两税法的意见

，
集中地反映在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一疏中，

由三

个部份组成
，
一是赞美了

“ 以丁夫为本
” 、

采取实物形态的租庸调制
，
二是指摘两税法在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若干弊端
，
三是提出厘革弊端的建议

。

我们在评论中切忌断章取义或只及一

点
，
不及其余

。

以上详细分析了陆贷对理想税制的表述及其对现实税制的态度
，
揭示二者并

不一致
。

只要认清二者的不一致之处
，
便不难对陆蛰论两税法作出公允的评价

。

一方面
，
应

该指出他把租庸调制祝为尽善尽美的理想税制加以赞美
，
对两税法的取而代之颇不以为然

，

�
一

卜
�

转第 � �页 �

① 《 陆宣公翰苑集 》 卷二二
， 《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第二条

。

六条 》 第四条
。 ④⑤ 《 唐会要 》 卷八三

， 《 租税上 》 。

②③⑥ 《 均节赋税恤百姓



在清代刻书业中
，
有的刻字 �艺之精湛达到了可

’

以舌�真的程度
。

特别是清代所修四���地

方志
�

中的序
、

跋犷通过刻字了
、 ‘

印刷生的万法印技
，�
庵泉存了大肇有价值的书法 ‘

’

如乾隆五十

一年 、 �于。 。 年 犷知本 臂
‘

冠县志 �、
， �

劲土异常精致
。 ‘

道光 三年�� �止少毖勒成韶所刻 若北

泽草堂外集 》 ， “
镌工秀丽

” 。
� 《 中国版刻图书日录 》 �康熙 任十三年 �

·

�
一

� 莎�军 �
�

睑

厉书也喇褥根好
。 ，

汉咐灵主文尧
、 何映糟润刻的

丁

嘉庆 硬汉州志 梦刻工
，
质量也很高

。

一雪然厂凶�，�育脑
�

书坊刻版也有粗制至监造者
。

如成都衡文堂所刻减乾隆四川魁墨少�
’

岔子

科 �
厂 “

清代四川
、
出

·

规子许多有名的峙版
‘ 、 ’

刻字的工已
。

女。大 邑县刻工何绍
，

清
、

唐 映
一

瑞
�、 一

‘

对
�

仕

龙
一

之商关奇
、 、

蔡再之
，
汉州如工主文元‘ 荷映楷

，’ 、

金堂县刻工黄应藩
，

‘

索宁县刻主陈块笔尹
成都刻工文端策

、

唐文宝
、

蔡占之等
。

他们以 自己高超的写版
、

刻字技艺 ��刻滋了木少有价
扣盗

树的书籍
。 ’

门 ’

淆代园川述产圣了许多眼光卓识
‘
甚有责献的出版象

。 、

如卓牲康焦年间就已刻书向世的

超丘季民
、

妥尝曾民等
。 、

又如乾隆
、

嘉庆
、

道光兰朝的什那冯氏
、

郸县孙氏
、

萝江李氏
、

袜

民
、

童疾石 氏
、

佑氏厂江安杨氏
、

南溪罗民万成都周氏
、

龙民
、 一

新津翻
一

氏
、

合川张民辱�
�

遗

些出版家热心韦亚
，
刊印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

，
并且

�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有的 代 代
一

枪

传
，
精益求精

。

特别是像岳池帮
、

绵竹帮
、

德格印经院等
，
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
至今凤格独

在
，
真是难能可贵

。

他们在清代阿卿经济文化发展史上阶作爪竹贡献戍该令扫充朴肴宁和评

价
。 成 洲 �二少

�，丙

‘
卜

，
︸

二‘
一卜

气价

︸

人七
�口

一才千
奋‘于

，︸一
﹁

、，

日
卜七

卜

卜‘�
‘

产
召

、

�上嫁丹生灭户

的确流露出因袭保守的赋税观念
�
另一方面

， ·

应该看到他绝对没有不合时宜地要求恢复粗庸

滴似
， 废除两税法

夕
‘

恰恰相发
，

他对德宗时期两税法变革中的失镍与挫折丈牲实事求是地揭
露弊端与成因之后

，
采取的是

“
补合叭而雏��’ 拆台” 的态度

。
�

因此
夕
他在日头上是 �“ 两衰法

的反对派方 厂在衬动上坏是两税法的促进械
。

他对两税法实施之弊的批禅乌厘革建议
，
有助

于我们认识德宗朝廷推行变法的若干主规杜政策头误
夕 以及变法因为受到政局动乱与 卜钱重

贷轻方 的经济形势的客观局限而遭受挫折的历史事实
，
对于探寻唐后期商较法的演变轨迹扒

很有参考价值
，
田不可目为 “ 保守钾或玫击

”
而等闲视之洲

�
· � ‘ ，

��
� � ，

代

陈四乡
夕

摇�
一

�
�

�，
�

�

� 、 生 ，
�

、 门大 、 �吏研元�副教、
� � ‘ 一 �

� �

于 、 一
‘ �

一 、 … ，� ，

�
� � · 一 、

一
「�


